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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导师吴征镒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我将从我大学毕业后读吴先生论文，到后来成为他的

博士生与他交往的一些点滴事情回忆如下，以作为对他的深切缅怀。

（一）

我1992年从湖南农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省新宁县林业科学研究所工作。这个所是县林

业局的下属单位，最初是叫苗圃场，主要是为全县林业生产培育必要的苗木，后建设成开展林业基

础应用研究的一个县级林业科学机构。在1990年之前，该所有一个很重要的科研任务是开展全县的

植物资源调查研究。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罗毅波博士和他的父亲罗仲春先生经过20多年的调

查，基本摸清了该县的植物资源状况，采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后来他们还出版了《新宁植物》一

书。在此基础上，他们建立了一个有近2万份的标本室，其中还有好几份王文采先生发表的苦苣苔

科的等模式标本，这在县级的研究单位是很难得的。后来由于各种原因，管理陷入困境，为使这些

标本得到妥善的保管，所有标本都转移到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我进入该所时，是各类

科研机构转型时期，很多大型研究所都面临诸多困难，更何况一个县级的研究机构。即使如此，研

究所还是艰难维持着，并开展一些研究，但已不是主要的工作了。我进入该所后，主要是协助一些

苗木生产的管理工作，虽仍然经常能出去做一些植物调查工作，但与以前相比已经很少了。在这

里，我开始对植物分类学有了一些懵懂的了解，也开始读一些植物分类与植物区系方面的文章，我

读了吴先生的《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知道吴先生是植物分类学的一位大师。由于单位

开始出现困难，而且我那时也很年轻，就有了读研究生的想法。当时的领导也很支持，考前还放我

假让我好好准备考试，后来我顺利通过了研究生

入学考试。

1995年进入南京林业大学开始硕士研究生

阶段的学习，当时植物区系研究在国内也正处于

高潮阶段。我也面临着研究课题的选择，我当时

的导师邹惠渝教授建议我做种群生态学方面的研

究，但我对此并无兴趣，还是希望做些与分类有

关的课题。我在工作时认识的湖南省武冈市武冈

林场的领导有意做云山自然保护区的植物调查，

因此我就向导师提出做云山植物区系研究，邹老

师同意了。因为论文研究的需要，我读了吴先生

所有的植物区系的文章，对植物区系的很多理论

也有了一知半解的理解。1996年吴先生80大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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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昆明召开了第一次东亚植物区系学术讨论会，我的老师之一向其柏教授参加了会议并带回了

先生最新的植物区系文章，我也借来学习。当时，我在学校里也是算对植物区系比较熟悉的人了，

很多老先生也没比我了解更多。后来论文答辩时，有些评委没有向我提问，答辩就很顺利地通过

了，在与我同时答辩的同学中，我被提问的问题是最少的。当时自己认为自己的论文做得很不错，

很多老师和同学也这么认为。但现在想来，我的论文也算不上植物区系的论文，只是一个植物名录

而已。像现在的许多论文一样，我当时对云山植物区系的分析只是把先生关于中国植物区系的特征

和分布区类型进行了简单的套用，有些还是用错了。这也是我的硕士研究生论文到现在还没发表的

原因。如果不是后来进入科学院系统工作，这里严谨治学的态度熏陶了我，我恐怕会发表不少贻笑

大方的文章。但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使我在植物分类学研究上得到了锻炼，尤其是对类群的了

解上有了基础，也算是我研究生论文最为成功的地方。

毕业前的一次偶然聊天，使我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时称华南植物研究所）。当时

我还为在几个大学和研究所中选择谁犹豫时，一天去学校植物学教研室碰到丁雨龙教授（现为南京

林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他问我找到单位没有，我和他开玩笑说还没有呢，他说给我推荐一

下，这就是我到华南植物研究所工作的缘由。

1998年硕士研究生毕业，我来到华南植物研究所工作，当时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主持了科学

院的项目“薄弱地区的生物多样性调查项目”，华南植物所是参加单位。当年10月，项目组要组织

一次云南省麻栗坡县的植物调查，我们所派我去参加了。也正是这次野外考察，结识了彭华、王印

政等教授，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考察队中，我也算认识不少植物的，彭老师对我的印象

还算不错。我与他也交谈了自己研究生阶段的工作，他建议我以后考吴先生的博士，这或许是我成

为吴先生的博士研究生的重要原因吧。

啰唆这么多介绍我的学习工作过程是因为没有这段经历，也就没有机会成为先生的学生。先生

是大师，在此之前，我心中的先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只能在文字上学习先生的理论，从来没敢想

过去报考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可以说，如果没有这篇植物区系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我不可能到华南

植物研究所工作，也就不会报考吴先生的博士生并最终成为先生的学生。

（二）

2001年冬，我打算报考博士研究生。此时想起彭老师麻栗坡野外考察时给我的建议，于是请

彭老师向吴先生咨询一下是否还可以报考他的研究生。先生很快就同意了。这样，2002年，我和钱

子刚成为先生的最后一批博士生。面试是其他导师进行的，没有能见到先生。当时先生已是86岁高

龄，据说先生要求所里安排一位副导师协助，也就有了彭华老师做我的副导师。很多事情也先由彭

老师与先生先行沟通，我再去拜访，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交流，另一方面也减少对先生的打搅。

2003年1月，我完成在成都的课程学习，回到昆明。之前，彭老师已与先生讨论了我的研究课

题，并约我去拜访先生的时间。当时华南植物所给了我一个10万元的所长青年基金开展马蓝属的研

究，因此我的博士论文题目也就选择了国产马蓝属的分类学研究。马蓝属被认为是一个研究起来比

较困难的属，而且存在广义与狭义概念的争论，先生是主张狭义概念的，而我是主张广义概念的。

当时我刚开始研究爵床科一年，标本也没看多少，野外也只去广西采集过几次，对其中的许多问题

也不了解，只是跟随当时国际上的一些主要潮流而接受大属的概念，对其中的理由也说不出一个所

以然。记得当时彭老师带我去见吴先生时，他正在花园散步。秘书杨云珊告诉他彭老师和我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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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回到自己的书房，接待了我们。彭老师把我介绍给先生后也就离开了。他首先指出做这个属的

分类是很难的，有很多困难，对我选择马蓝属做研究也感到很高兴。然后他建议我该从哪些方面开

展研究，怎么样应用形态-地理的方法开展研究，并说按照Bremekamp狭义分属的概念，在我国西

南地区石灰岩有一类植物应该是新属。后来的研究也表明确实如此，如果要将马蓝属像Bremekamp

那样细分，我国的种类应该再描述2～3个新属。我们在一起谈了20分钟左右，我也没说上几句话，

主要是听他说。说完之后，他把手一挥，说“好好去做吧”，我就告辞离开了。

因为我是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在昆明的时间也不多，只是每次去云南出差时向他汇报一下研究

进展情况。有几次我因为广州与昆明天气差异太大而感冒了，而在昆明的时间也比较短，因担心影

响先生身体而就没有去拜访先生。

2003年，我打算以国产马蓝属的分类学研究为题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按照规定，在职攻读

研究生申请的需要导师的推荐意见，而且我当时是中级职称，也需要两位具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

推荐。于是，我通过彭老师和秘书杨云珊与先生联系，想请他写个推荐意见。先生很快将推荐意见

写好签字后，让杨云珊快递给我。当年，我也很顺利地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在当时，

中级职称的研究人员获得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资助的也不多，我也算是很幸运的，先生的推荐意

见应该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有所长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我的研究也开展得很顺利。

经过一年的野外考察、查阅文献和标本，我对马蓝属的研究也有了一定的理解，许多问题也

更清楚了。记得一年后再去向先生汇报时，他再次问我马蓝属是采用广义概念好还是采用狭义概念

好。这次我对此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回答先生说在目前采用广义概念好，马蓝属植物虽然可以像

Bremekamp那样分成很多小属，但是如果那样细分，我国的种类近2/3需要进行新组合，并发表几

个新属。马蓝属的形态变异复杂，尤其是在爵床科广泛用来划分属的花粉形态特征变异更大，与传

统的分类也存在许多不吻合之处。即使采用广义的概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起属下分类系统。

目前对马蓝属的系统发育关系不清楚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做过多的名称变动，且用广义的概念名称变

化最少。我还向他简单汇报了这一年多的研究进展，先生听后不时表示赞成。虽然我的观点与先生

的观点不一样，先生还是表示支持和鼓励，说明了先生对待不同学术观点的宽广胸怀。也就是在这

次汇报后，先生得知我对《中国植物志》的处理有一些不同意见后，很是高兴。他说，《中国植物

志》只是阶段性的成果，还存在不少问题没有解决，希望我能协助胡嘉琪老师在《Flora of China》

的编写中做些工作，之后，我也成为《Flora of China》爵床科的合作者之一，虽然对此做了很多努

力，但还是有一些遗留问题没有解决，有愧于先生的厚爱和期望。

当时，牛津大学的Robert Scotland博士及他的团队在开展爵床科植物分类研究，他们当时对一

些地区（如斯里兰卡、菲律宾和喜马拉雅地区）的马蓝属开展研究，借了许多标本馆的马蓝属模式

标本。2004年9～11月，我去英国访问了2个月，其中一个月在牛津大学，另一个月去了邱园、爱丁

堡植物园和历史自然博物馆。这样，我几乎查阅了马蓝属90%的模式标本，对马蓝属植物的分类有

了更深认识。John Wood和我后来都还成为《Flora of China》马蓝属的合作者，我们一起对马蓝属

做了比较大的修订。这次访问，我除了查阅马蓝属的标本外，还查阅了保存在上述三大标本馆所有

采自中国的标本及采自亚洲的爵床科模式标本，对我国爵床科植物分类有了更深的认识。

我在去英国之前，发现太平山壳骨与山壳骨属的其他种类的差别很大，不应为山壳骨属的种

类，但与《中国植物志》中记载的所有属都不同，难以确定到底该属于何属。在查阅文献时，发现

先生在1984年出版的《云南种子植物名录》中已经指出太平山壳骨不应为山壳骨属的种类，而应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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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Odontonemella，但没有做出正式的分类处理。而Odontonemella则已经被归并到Mackaya中，间断

分布于南部非洲与喜马拉雅地区，这种分布区类型的属在我国是很少的。这次英国之行，确认了太

平山壳骨应属于太平爵床属Machaya的观点，并与M. indica关系密切。先生虽然没有发表过爵床科

的研究论文，但对爵床科的分类还是有比较深的认识，他虽然不是《中国植物志》爵床科的作者，

但其中的很多处理都反映了先生的意见。对太平山壳骨新的分类处理是建立在先生的工作基础上，

我想请先生做论文的合作者。当我从英国回来后向他汇报时提出了合作署名的请求时，他开始是拒

绝了，在我向他解释了必须请他做合作者的理由后，他才同意。但他又指出他以后很难再对我的研

究工作有什么实质性的意见了，其他的论文就不要再署他的名了。这篇论文后来发表在《Novon》

上，这也是我唯一一篇与先生合作发表的论文。在听完我的汇报后，说想把这个属收录到他当时正

在编写的《种子植物分布区类型及其起源与演化》一书中。但由于这篇论文直到2007年才发表，在

该书中没有收录。先生对论文署名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既然在论文中署名就应该对论文有贡献，

不要仅仅挂个虚名。

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也于2004年被聘为副研究员，并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我本应于

2005年毕业，由于各种原因，我推迟到2007年才准备论文答辩。答辩前，向先生进行了一次汇报。

汇报后，先生问我他是否需要参加论文答辩会。考虑到先生已是90多岁高龄，让他去听我近两个小

时的论文答辩会太辛苦，我说先生可以不去了。彭老师也向先生承诺我们会做好。虽然先生没有参

加我的论文答辩会，但还是很关心我的答辩，要求向他汇报论文评阅人及各位评委提的意见和建

议。回顾自己的博士论文，先生建议做的许多工作也没有完成，离先生当初对我的期望还有很大的

距离，只有在以后的工作中再去努力了。

（三）

吴先生不仅在植物系统学、植物分类学和植物区系学上具有丰硕的成就，对我国的自然保护区

建设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一些自然保护区留下不少佳话。

吴先生1983年曾到湖南湘西进行考察，对当地的几个保护区的设立提出过意见和建议，当地的

林业部门的许多老同志对此印象深刻。2006年，我去湖南省桑植县八大公山自然保护区采集奇瓣马

蓝Strobilanthes cognata。这个种分布于湖南、湖北和贵州交界的武陵山地区，但最近的标本只是在

桑植县八大公山自然保护区的顶坪附近采到过。曾陪同过吴先生当年考察的原桑植县林业科学研究

所所长黄宏权高级工程师得知我到张家界，专门陪同我去八大公山考察。到桑植县后，受到了保护

区的领导同志热情地接待。顶坪是保护区管理局在迁往县城前的所在地，离县城80多公里，有良好

的接待设施，也对游客开放。这里以前是天平山林场，现在是八大公山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之一。

我在这里住了两天，黄工以前在桑植县工作时，与这里的很多老同志都很熟悉。这考察的途中，见

到几位老同志，当年吴先生考察八大公山时见过先生，有些还带过路，或者做过后勤服务工作。得

知我是先生的学生，不少同志与我谈起了先生在这里考察时的情形。在他们心中，先生虽然是一位

著名的大学者，但在普通工人面前没有丝毫架子，也教给他们不少植物学知识。先生在八大公山考

察时对保护区建设提出过不少建议，对该地的保护价值有很高的评价，对八大公山后来成为国家级

的自然保护区有很大贡献。一到顶坪，就可以在保护区的介绍中见到吴先生在考察时为八大公山所

做诗句：天平山顶岂平平，澧水源高溪水清。万木萧森自然起，人间从此绝烟尘。

由此可见，先生在当地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我在八大公山的考察非常顺利，一方面有中南林业

科技大学的朋友在我去之前与他们上级主管部门张家界市林业局的联系，另一方面也与当地的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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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的同志对先生的敬仰之情是分不开的。考察结束后，

黄工还将他珍藏20多年的吴先生在张家界黄石寨考察时的

照片扫描后送给我。我后来将这张照片交给了先生的秘书

杨云珊。

第二年，我要到永顺县小溪自然保护区去考察，

并到张家界和沅陵县调查刚发现的一个新种湖南马蓝

Strobilanthes biocullata。永顺县现在属于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在张家界时，黄工与曾任湘西自治州林业局局长

的唐世裔先生联系，说吴先生的学生要到小溪考察，请他

帮忙联系一下。当年吴先生考察湘西时，唐先生是州林业

局接待吴先生的主要人员之一，现在已70多岁了。第二

天，唐先生让州林业局安排了一辆越野车，带着一个科长

从州府所在地吉首赶到去小溪的岔路口等我和黄工，并陪

我在小溪自然保护区考察了两天。在小溪自然保护区的一

些老同志也与我谈起了吴先生在小溪考察时的一些情形，

也说先生对当地的保护区建设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对当地有

很大的帮助。他们对我在当地考察的帮助也与当年先生在

那的考察是分不开的。

这两次考察，我领会到了当地林业部门的老同志对吴先生的湘西考察充满了非常深厚的感情，

我也着实沾了下先生的光。

（四）

2007年6月，我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顺利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因为到昆明的机会也比较

少，去拜访先生的次数也少了，但先生还惦记着学生。

2009年，我跟随夏念和研究员组织的考察队到缅甸北部伊洛瓦底江上游的恩梅开江和迈利开江

进行了为期近4个月的野外考察，采集了植物标本6000多号。这次考察也是近50年来对该地区较大

的一次野外考察。在考察结束回到国内前的几天，在昆明植物所召开了一次关于先生八纲系统的学

术讨论会。由于未能及时回国，我非常遗憾地没能参加这次会议。夏念和研究员也是先生的博士生

之一，在会议期间，他向先生汇报了我们在缅甸的考察，先生非常高兴。

直到2012年，我才有机会去见先生。那年9月，我在结束云南昭通等地的野外考察回广州之

前，彭老师陪我一起去医院拜访吴先生。那天，我是下午的航班，中午去的医院。先生本来中午是

要午睡的，得知我们要去，一直靠在床头等着我们而没有睡。大姐和先生说我们到了，和先生打过

招呼，我们就靠在床边与先生交谈。先生就问我在缅甸考察的情况。他还一直记着我去缅甸考察的

事，我却一直未能及时向先生汇报，深感惭愧。这次是我与先生生前的最后一次见面。

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留在我们脑海中，他的教诲我们永远忘不了！永远

怀念我们尊敬的导师！

（致谢：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资源与环境学校喻勋林教授，及湖南省桑植县八大公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协助提供吴

先生于1983年考察八大公山时题词照片。）

吴征镒院士1983年考察湖南省桑植县八大公
山自然保护区时题词，现存八大公山自然保
护区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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